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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他的小说创作上，对于其散文创作，研究者们更多地把目光

投向其 30 年代的《湘行散记》等作品，相对忽略了他 40 年代的创作。仔细研读沈从文 40 年代的散文，发现这

些抽象散文与他当时的心态息息相关，可以看作是他在外界痛苦、寂寞、压抑中对于自我灵魂的坚守和对生命

意义的追问。由此，以《七色魇》文集为例，讨论沈从文在 40 年代的创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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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绝对是一个

独特的存在。一提到这个自称“乡下人”的文学才子，人们

不禁会联想到他笔下那如画如歌的湘西世界和朴素善良

的湘西人，这些共同谱就了一曲纯美的牧歌。然而，沈从

文经历了他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后，进入 40 年代

却并未留下多少小说作品，留下的是一些抽象的哲思散

文，如《烛虚》集、《七色魇》集，显得晦涩难读。研究者在研

究沈从文的时候，常常是把 40 年代的沈从文一笔带过，仅

仅把目光投向他 30 年代的创作，认为那才是沈从文创作的

巅峰，更有甚者还以为越过了 30 年代的沈从文已经渐渐走

向了创作的低谷。我们必须明了的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

志不仅在于他创作了多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

能有对自我的认识和思索，即使遭遇很多寂寞、痛苦，仍能

清醒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途并坚持走下去。40 年代的沈

从文便是这样在矛盾痛苦焦灼中思索着自己人生道路和

文学选择的一位作家，他不仅承受着外界环境的压力，也

承受着拷问自我灵魂的纠结。这段时间他的作品难以理

解，很大程度上便因为这些是他思考的产物，而非仅仅是

故事。钱理群先生曾说: “必须承认: 还有相当部分的‘沈

从文世界’我们还是陌生的，甚至未知的，远谈不上‘理

解’。”［1］所以要谈研究沈从文，他的 40 年代是不可绕开的

一个阶段，而 40 年代的哲思散文如 1949 年结集而成的《七

色魇》，更是了解沈从文当时精神和心理的一把钥匙，因而

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与当时的心态结合在

一起研究，以期对沈从文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创作因由———无法逃脱的外在痛苦

《七色魇》中大多数的篇目均在云南写成。在一个四

季如春的城市，沈从 文 的 到 访 却 并 不 是 因 为 闲 情 逸 致。
1937 年的战火致使大量知识分子移居到祖国的大后方，沈

从文便是其中一位，而困居在此一呆就是 8 年。这场战火

不仅打断了他一直以来对于民族命运和民族走向的思考，

更给他的周围带来了一种政治化的声音，即要求“文章下

乡，文章入伍”来响应全民抗战。这对于一心只想营造纯

粹的艺术世界的沈从文来说，必定是一种折磨。“他只想

在写作上终其一生，就像泅水者‘扎猛子’一样，而且倔得

要命，不顾政治，只钻艺术。”［2］当战争一开始，他便把自己

牢牢地隔绝在了政治主流之外，近乎天真地继续营造自己

的艺术世界。
凌宇先生曾说，“沈从文的全部历史活动没有展示他

参与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活动的任何迹象。沈从文正是

以这种无党派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3］9 而沈从文在《七

色魇》中的《水云》篇也称，“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

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

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

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4］94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们的选

择和行为总是受制于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这种认识

是经过长时期他所处环境熏陶而形成的。并非每个人都

能形成对社会人生明确的整体认识，就算形成了也可能有

固定和不固定的区别，而沈从文恰恰“是一个对人生有着

系统思考的作家，一旦完成对人生的认识，他就固执地抓

住不再放手了”［3］102。同样，当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存在的

价值在于思考着民族的命运、走向，或者作为一个作家，他

的任务便是专注于文艺创作时，他是无法将自己完全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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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抗战的创作中的。那种“乡下人”看人论事的独特观

念紧紧地印在了他的心上，无论什么样的思想和学说，都

不能再系统地占据他的头脑。
对于自我人生观的坚持促成了沈从文无法去顺应政

治话语来创作，而那种文人的自负或者说是乡下人带着固

执的一种天真，竟促使他向异趣的文学观念发难，如 1938
年 10 月他写下《谈朗诵诗》，认为朗诵诗是随意写成的，与

真情实感的文艺无关，而散文更适宜于朗诵。这种论调显

然与当时需求的民间文艺旨趣不相符。在全民抗战的紧

要关头，沈从文主张的抒情性的纯文学和作家远离政治的

希求，显然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为了统一各界达

成全民抗战的目标，当时的左翼显然是不会放任“与抗战

无关”、“反对作家从政”以及沈从文对纯文艺的追求的。
对沈从文而言，此时各方的压力扑面而来。

因此从 30 年代末起，沈从文便面临了一个困境，如果

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和创作精神，他必定会遭到当时占主流

的左翼文人的口诛笔伐; 如果俯就当时社会给予创作内

容，则又与他一直坚守的文学世界相悖，同时，附和大众话

语则意味着失去了自我。双重的压力让他的精神处于紧

张矛盾的状态，他深知写附和大众的文章与他的习惯和理

想不符，如果强行模仿终会使他的创作生涯走到手足无措

的境地，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要依旧坚持自己的理想

写作，表达个人的情绪，贴近自然，倾听来自自然的声音，

于广阔的宇宙中思索生命为何。
除了外界环境的压力以外，沈从文还面临了一重困

境，就是他习以为常的城乡对立，城乡二重化写作已经不

再适合于现实的情况。他意识到，曾经浓墨重彩渲染的素

朴的湘西世界已经不复从前的生命活力，如他在《长河》里

所表现的湘西平静封闭的生活被打破，保安队长为代表的

外来势力与滕长顺发生了厉害的冲突，这些地方原有的

“常”被“变”打破，而他一直以来所肯定和赞颂的质朴纯良

的人性渐渐被内战所造成的人性、利益上的冲突磨灭。对

沈从文而言，这一发现是痛苦的，由现实带来的惟利一面

与曾经《边城》中的人性美两相对照，即使是沈从文自己也

会发现这个“变”让人痛苦不堪。湘西世界不复从前的美

好，而这种变化恰巧是由外来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沈从

文不愿意写政治，却最终发现无法逃离整个社会的大圈，

《长河》的写作便可以看作是他向现实尝试的一小步，在文

中那种现实与浪漫交替的手法，恰恰表现出他创作时的困

苦无奈。
综上所述，40 年代的沈从文既无法自愿地融入社会

化、政治化的写作，也无法重拾湘西昔日的光辉和温情。
理想被现实冲破，而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终无法放下自己的

那支笔。痛定思痛，超越曾经的“城—乡”视角，“将以前对

‘人生形式’的关照提升为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审视和思

考，从他对‘生命’的特殊理解出发，用他那有着特定内涵

的‘生命’为价值圭臬，去探照整个中华民族堕落的种种情

形及其根源”［5］。这种思考的深度加深了，但这种思考也

限制了他创作的范围，因而 40 年代的沈从文无法再如 30

年代般创作小说，只有写出大量的散文、随笔来展现这一

时期苦闷、紧张、压抑中的思索，这便是我们看到的大量晦

涩难懂的哲思散文了。要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心

态，这些散文是不可绕开的部分。

二、《七色魇》———智者心灵的内部思考
由前所述，我们明白了 40 年代沈从文无法再创作小说

的原因，而他把写作的重心倾向于内心的思考。从创作心

态上来看，把对民族现实、社会现实的关注转向对自我的

一种关注，对生命何为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映证到文体

上，则成了由一种故事的表述到一种思维的表现。《七色

魇》中的几个篇章就是他在内心焦虑中思索，然后付诸文

字的一种表现。

沈从文这一时期靠沉思后写成的以“魇”命名的文字

共 6 篇: 《绿魇》《黑魇》《白魇》《青色魇》《橙魇》《赤魇》。
1949 年初，作者曾以《七色魇》为书名，把以上 6 篇加上《水

云》，共同组成了一部作品集，只不过未曾付印。顾名思

义，《七色魇》以“七色”和“魇”来命名，沈从文曾在《北平

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说: “人的意象，亦复如是。有时平

匀敷布于岁月时间上，或由于岁月时间锁作成的暮景上，

即成一片虹彩，具有七色，变异倏忽，可以感觉，不易揣摩。

生命如泡沤，如露亦如电，惟其如此，转令人于生命一闪光

处，发生庄严感应。悲悯之心，油然而生。”［4］279“七色”就

如同是“虹”的代言词一样，美丽却不可捉摸，就像是一种

超越于现实的理想和追求，象征着沈从文对于生命，或者

说成是他理想中所希望达到的境界，而这种美好终究还是

与“魇”在做无形的纠葛。“魇”是人的噩梦及噩梦中的呓

语，当美好的理想与噩梦相碰撞，对于作者心灵而言必是

经历了一番挣扎的。可以这样说，《七色魇》的诞生是作者

守住内心各种追求、理想的产物，而这种坚守终与昆明、北
京各地的现实所碰撞、打击。“魇”表现了噩梦中的挣扎，

七色又展现了渺不可及的梦想，不同的梦想与不同的噩梦

相交织，充分体现了 40 年代的沈从文精神上的紧张和痛

苦，以及不断思索造成痛苦的原因和力求排解的心境。

沈从文对于这种内外交加的痛苦情绪，首先选择的是

独自融入自然，于自然中冥想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逃避。

从童年开始，沈从文就与自然有了解不开的因缘。“他具

有亲近大自然的天然爱好，热衷于领略宇宙万物的动静与

声色，总是以极其敏感的心灵去体察人生世相。”［6］所以当

面临外界的压力时，他会本能地选择逃向自然这个安稳的

场所，在自然里沉湎于思考而暂时抛弃痛苦。这正是我们

在《七色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虽然他身处大后方云南，

战争并未离他远去，可是在他的散文集里，我们甚少看到

他对于战争惨烈的直接描述，有的顶多是周围人来人往的

变迁，连空袭威胁这种危及性命的事在他写来还带了一点

艺术的成分，像是在欣赏一场演出，如《白魇》里的暴力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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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耳边有发动机在高空搏击空气的声响。这不是

一种简单音乐，单纯调子中，实包含有千年来诗人的热狂

幻想，与现代技术的准确冷静，再加上战争残忍情感相柔

和的复杂矛盾”［4］279。他竟像是“和场面社会都隔绝了”，

只身融入自然，淡看周遭一切的变故、死亡、冷暖，在自然

中借着那种生命力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在《绿魇》《白

魇》《黑魇》里，沈从文曾多次写到那个能让他暂时逃离现

实的“自然”，即山上一块四周被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绿荫下

的草地，在这里他可以远离战火、人事纷杂而暂时获得一

种宁静。这种静带给他的是更深的思索，“只觉得这一片

绿色，一组声音，一点无可形容的气味，综合所成为的境

界，使我视听诸觉沉浸到这个境界中后，已转成单纯到不

可思议”［4］134。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与自己对话，与自然中

的生物对话，通过这种对人事的排斥，达到对现实的领悟。
如他在《绿魇》里和那只细腰大头的黑蚂蚁的对话，他自拟

了蚂蚁对自己手爪用处的疑问，顺理成章地引出了自己的

想法———沈从文把战争比拟为动物的手爪，因为人的一些

“妄想”便想用它来撕碎身边真实或假想的仇敌，毁灭“那

个妄想与勤劳的堆积物，以及一部分年青生命”［4］135。点

出战争的破坏性，表明了战争是一些所谓“哲人”的妄想所

挑起的活动，除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外，带给人类的均是灾

难、屠杀。而身为一个普通人，沈从文只能用自己的思索

来考究战争的真相，他无力改变这种悲剧，所以只能更加

沉溺于自然，完全地让自己被“一片绿色”所征服，反映到

《七色魇》的创作中，我们则可以发现这段非常时期的创作

显示出不少作者自动避世的色彩，文本上趋于自然崇拜，

在光与影的变化中呈现作者的思考。
除了沈从文在 40 年代主动融入自然以躲避压抑外，

《七色魇》中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对话体”创作手法，这种偏

爱独处、喜爱自我对话的风格源于他的孤独感。沈从文一

直以来便是个孤独的存在，身为乡下人的那种清醒更让他

对周围人事抱有敏感的态度，如他刚刚踏入文坛时曾用笔

名休芸芸写下的“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的人海里，更何

处去寻同情与爱”［7］。而 40 年代的沈从文外遭左翼文人

的批判，内又无法放弃自己的创作理想，因而压抑异常，甚

至连最亲近的妻子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如《绿魇》中的

“主妇完全不明白我所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

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

却 成 为 一 种 排 斥 的 力 量，陷 我 到 完 全 孤 立 无 助 情 景

中”［4］155。沈从文虽是个爱好思索、爱好独处、“用脑子走

路”并享受沉思的人［8］，但他依旧是个活生生的人，渴望他

人的理解和关怀，所以当他在苦闷中无法得到理解时，他

会选择用一种方式来自我排解———以自身为本体幻化出

两个对象，让他们进行对话，这两个对象代表着沈从文不

同的思想，他们的讨论便是沈从文精神内部的斗争，这种

“对话体”的文本在《七色魇》中非常常见。如在《水云》篇

里面对家庭与“偶然”之间的选择时，他心中的两个声音便

开始了对话，一个说着“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

切都是枉然”，另一个代表理性的声音又说着“我目前的生

活很幸福，这就够了”，显示出他在面临情感的外来诱惑时

一面想顺应自己的情感，与“偶然”有段美丽的邂逅，并让

彼此之间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另一面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又

让他要满足于现实，守住现实的温暖。两种声音的对话表

现出他情感的矛盾纠葛。除去感情，在沈从文独处时思考

人生的变迁、人生的追求，甘于清贫或是去追求更多的物

质享受时，他依旧用了这种“对话”的方式来变现内心的矛

盾。如同巴赫金所讲，“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

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

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

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9］从这个意

义上讲，这种心理内部的对话恰恰是沈从文作为一个人逐

渐完善自己人格、扩充自己智识的一种有效方式，反映到

沈从文 40 年代的创作上，这种复调的手段实际上比他二三

十年代单纯的叙述故事更多深度和内涵。
之前谈了沈从文一直以来“贴近自然”的心理和他由

孤独转向内省式思考的“对话体”写作，在《七色魇》里还有

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沈从文有意地改写了佛经故事，并

把它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黑魇》和《青色魇》都讲述

了《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王子有一双俊美无双

的眼睛，比一切诗歌所赞美的人神眼睛都要美丽动人。可

阿育王的妃子真金夫人因为爱上了王子的眼睛，但名分已

定，于是由爱生妒、因妒生恨，假借阿育王之手弄瞎了王子

的眼睛，最终依靠全城纯洁年轻女子流下的同情与爱的眼

泪来清洗王子的眼睛，才让其恢复光明。沈从文在这个故

事里借驹那罗王子的口宣扬了“美不常驻，物成有毁”的观

点，和他在《水云》里提到的“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一样，

与佛经里的“法眼无常相”遥相呼应。沈从文在《青色魇》
里具体地解释了这种含义:“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存在，

具体的且比抽象的还更脆弱。美丽的笑容和动人的歌声，

反不如星光虹影持久，这两者又不如某种观念信仰持久。
英雄的武功和美人的明艳，欲长远存在，必与诗和宗教情

感结合，方有希望。”［4］183即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无法保持常

态，即使拥有也会失去，然而只要承认这种生命中必有的

残缺，对生命抱着虔诚的信仰，才有可能得救。因此在沈从

文的故事里，王子能在盲眼时靠着对父母的思念回到国

都，是种信仰，驹那罗王子之所以最后能重见光明，恰恰是

因为那些虔诚女子的信仰。沈从文在引入这个故事的时

候有意做了改动，原始故事中王子眼盲是因为前世挑了

500 只鹿的眼睛，因而今世来补偿，显示了佛教的因果报

应，今世因为修塔、造佛像积德，才使得众人为之流泪，因而

复明，依然是因果报应说。而沈从文有意省略了这些部分，

把王子当成善良无辜的受难者，最值得赞赏的是他在受难

后还能原谅那个带给他痛苦的人。王子能做到这一切的

原因，在沈从文看来便是那值得珍惜和赞颂的赤子之心。
在《青色魇》的末尾，沈从文点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

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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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

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4］190。他不仅是在赞扬故事中的

品格，更希望这种童心能被运用到现实中，因为现实社会

里多的常常是怨毒、仇恨以及由此而生的憎恨和仇杀。所

以可以说被迫来到云南的沈从文虽处于内外压迫下，但他

没有一刻停止过对社会、对生命的思考。
当我们重观《七色魇》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作晦涩难

懂的“哲思散文”或“抽象散文”而忽略其现实意义。在这

些篇章中沈从文寄予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创作理念，也成功

地实现了关注内容的向内转，更思索出现实的纷争一部分

是由于人们缺乏信仰、缺乏童心、缺乏善意造成的，其实此

时的沈从文比起文学家更可以被称作一位哲学家。他的

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

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

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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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into SHEN Congwen's Creation Mentality in the
1940s from Seven Color Nightmare

GAO Xiaorui
(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the studies of SHEN Congwen are mostly focused on his novel creation． For his prose creation，

the researche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Xiangxing Sanji and ignored his works created in the 1940s． Through studying，it is
found that the abstract pro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state of mind，which can be seen as his holding and ask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painful，lonely，depressing world． Seven Color Nightmar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SHEN Congwen's creative
spirit in the 1940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Seven Color Nightmare; the 1940s; creativ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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